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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十七年”中，无论是题材还是内容，中

国电影的生产较解放前有了很大的变化。电影题材照

顾到工业、农业、革命历史、儿童、少数民族等多方

面选题 ；电影的表现对象由市民变成了工农兵 ；电影

的时空背景由都市变成了即将大开发的新兴地区。这

些在解放区新文艺中孕育而生的新主题与人物形象，

在解放前的电影，尤其是解放前的上海电影中较少出

现。在政治思想、审美观念大一统的趋势下，电影审

美文化的一体化步伐越走越快，最终形成了“十七年”

电影在审美意识和政治格局上单一化的文化形态。以

城市生活为语境的影片曾处于缺席状态，都市生活经

验更是长期处于失语中，这成为“十七年”电影中的

一个缺憾。

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影片并不是“十七年”电影

的主流，长影、北影、上影三大制片厂极少拍摄表现

城市生活的影片。其实，在一些睿智的艺术家的镜头

中，城市生活的经验以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成

为影片“潜影”，如《今天我休息》、《大李、小李和

老李》、《不拘小节的人》等由上海海燕、天马电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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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厂，以及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在反映城市

生活的影片中独树一帜。这些带有喜剧风格的、以城

市生活为题材的影片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潜影”（Latent image）是摄影的一个专有名词，

特指按下快门时，光线通过镜头直射到胶片上，使得

胶片上的卤化银产生变化，形成的不可见影像即为“潜

影”。经过显影、定影等工序，“潜影”才成为肉眼可

见到的影像。这是胶片时代摄影传统工艺的一部分。

笔者认为，“十七年”电影中，城市语境正是以“潜影”

的状态存在着。所以，将“十七年”电影重回历史语境，

并且建立与解放前上海电影中城市经验的联系，才能

解析电影中传达的城市生活经验，从而使艺术家建立

与观众之间的城市情感的认同。

“十七年”电影中，“潜影”成为城市的表征，而

都市生活经验与喜剧样式的共谋，从一个侧面供我们

管窥电影创作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关系。“十七年”

的电影形态没有复现解放前上海电影中的都市生活的

趣味与才情，而成为政治立场、政治生活经验的表达，

这多少割裂了解放前上海电影的传统。

训话时的特务机构是统一的，小昭为保持人格尊严和生

存自由的倔强和笑骂也是为赵惠明熟识的。小昭并不是

共产党员，他的出发点不是捍卫一种政权的主义，他临

死前故意高喊的“共产党万岁”与样板戏里的革命口号

有很大差别。在这一对人物上，影片涉及的是一个人如

何“免于恐怖的自由”。比照小昭的饰演者石挥在反右

批判时绝望的自杀和赵惠明的饰演者丹尼在“文革”迫

害后的近于痴呆，这个主题的探讨实在是没有得到足够

认识。当个体面对残酷的政治环境，可不可以“不明大

义”？这一主题在 2007 年的影片《色·戒》中得以复现。

奥维尔的小说《一九八四》经典地再现了集权

统治下的乌托邦社会，膨胀的权力无所不在，人们

隐秘的私生活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被看作是

对当局的一项义务，这基本就是赵惠明的现实处境。

《一九八四》中的集权控制是从语言的角度入手进行的

思想改造，《腐蚀》诞生时全社会也开始了文体革命及

艺术实验，消灭旧的语言，创造新的语言，使大家不

犯任何思想罪。《一九八四》再现了集权恐怖的各种范

式，如塑造了“老大哥”这样的卡里斯玛的权威人格，

制造假想敌和某种战争状态来维持对思想控制必要的

恐惧心理，将赤裸裸的暴力作为最重要、最强有力的

控制。这些都在《腐蚀》文本内部和文本外部中有迹

可寻，相互指涉。也就是说影片《腐蚀》的文本内外

原本都面临着集权式的革命话语，并且处于一个新政

权的革命话语体系置换的当口，创作出这样一部以革

命的正义性控诉集权恐怖的影片，实在考验创作者的

勇气和技巧，也考验观众的领悟力。

（王霞，助理研究员，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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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生活质感作为“潜影”：

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作的影片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城市景观，尤其是上海的

城市符号“散落”在各种题材的影片中，比如《百万雄

师过下江南》（1949，纪录片）、《三毛流浪记》（1949，昆

仑影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甚至像石挥的代表作《我这一

辈子》（1950，文华影业公司）、郑君里的《我们夫妇之间》

（1951，昆仑影业股份有限公司）这类影片，以旧社会城

市表征建立邪恶的旧中国形象，以此呼唤新中国国家情

感的影片。这种表征方式几乎延续了早期电影中“邪恶”

都市的塑造方式，但是在情感诉求方面已经从对乡土中

国的忠贞转向对新中国的热爱中。这种情感认同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格外重要，也是电影中反复出现类似形象、

需要不断重复的原因之一。

新中国电影创作的单一化从 1954 年开始略微改善，

尤其是在 1956 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电影创作中开始

出现新的气象 ：拓宽题材、追求艺术创新。吕班就是其

中不可多得的一位。

吕班是一位具有喜剧天赋的电影导演，他的三部讽

刺喜剧《新局长到来之前》（1956）、《不拘小节的人》（1956）、

《没有完成的喜剧》（1957），不仅在讽刺喜剧的观念上有

所创新，而且渐渐开始观照城市生活。在《不拘小节的人》

和《没有完成的喜剧》这两部作品中，吕班以他独特的“问

题”意识，直面城市生活的现实问题。与来自上海的谢晋、

桑弧两位导演相比，城市生活是解放区新文艺的艺术家

陌生的经验，吕班对城市生活的感受似乎尚处于摸索和

学习阶段。

《不拘小节的人》是部讽刺喜剧。讽刺作家李少白

擅长在作品中针砭时弊，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个公德心差，

举止粗俗的人。他随手扔垃圾、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

甚至破坏公物，他“不拘小节”的处事态度有违社会公德，

与城市生活的礼仪相悖。影片中处处表现出城市生活与

农村生活的不同之处，比如 ：游湖、划船、看戏、听讲

座⋯⋯这些除了城市景观以外的质感，构成了城市生活

的文化追求和闲暇感。而李少白的诸多不文明举动正是

体现在生活质感的细微之处。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部

电影有些素质教育的意义所在。

吕班导演的另外一部作品《没有完成的喜剧》采用

戏中戏的结构，用几个小故事来讽刺社会现象 ：一个铺

张浪费的胖子；一个夸夸其谈的瘦子；一对不孝顺的儿子。

影片中表现出来的人物的性格缺陷是有违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即便解放后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很多，很多

人也开始告别土地成为产业工人，但是城市生活中仍然

需要继承和发扬这些传统美德。影片由殷秀岑和韩兰根

这对解放前就合作良久的喜剧明星搭档出演，他们的形

象与配合为影片增色不少。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为数

不少对上海的想象也颇具意味。

影片《如此多情》（1956）改编自李力的小说《爱的

是人，不是职位》，可能是演员出身的方荧的导演处女作。

影片描写了善于交际的女护士傅萍先后与大学生、制片

厂职员、科长恋爱的故事。虚荣心强的傅萍误把公务员

当成了局长，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可笑的事情。影片中表

现了自由恋爱这一积极、自由的爱情观，也批判了虚荣

心、好逸恶劳等不当价值观。城市生活中的人与人的交往、

沟通方式有别于农村，更多地建立在工作、学习、生活

等社交活动，而非乡土中国时期的血缘、地缘关系。因

而，我们看到影片中表现的城市的社交活动：游园、划船、

看电影、散步、拍照、逛街⋯⋯这种与闲暇生活相适应

的休闲方式是城市生活中独有的。自由恋爱是在这样的

休闲中渐渐生发、培养出来的，误会和隔膜也就此产生。

地处东北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继承了解放区的文艺传

统，吕班和方荧是较早用电影观照城市生活经验的导演，

他们将视角切入城市生活的细节和质感中，比如 ：市民

的素质培养、交往方式、价值观等方面。他们总结自己

模糊的城市生活经验，试图将城市生活的体验与中国传

统的道德之间建立联系，以寻求和建立个体与城市之间，

如乡土般的亲近感和归属感。此时，城市是一个宽泛的

大概念，而非特定的某个地理空间。

二、都市属性作为“潜影”：

上海海燕、天马等制片厂创作的影片

上海不太光彩的出身，以及长时间被殖民、占领的

历史，使得很长一段时间上海的身份和地位都处于尴尬

状态中。一方面，上海的都市化程度被认可；另外一方面，

上海被奴役的历史和各种都市弊病也被反复提及和诟病。

因而，以上海为背景的影片常常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

话语方式。大部分艺术家都将上海符号化、形象化为地

标性表征。而另外一些艺术家认可上海都市化进程，用

影像外的其他方式曲折地表达出对都市生活的观照。

（一）都市具有改变命运的特质：《三毛流浪记》和《三

毛学生意》

由阳翰笙根据张乐平的漫画改编的影片《三毛流浪

记》（1949，昆仑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地还原了原著

精髓。三毛的故事发生在解放前的上海。上海都市的形

象完全是两级的。影片一开始，画面前景是低矮的小房

子，后景则是雾气中若隐若现的高楼，一个挑着重担的

脚夫匆匆走过。影片的故事和三毛的形象耳熟能详。衣

衫褴褛的三毛在繁华的上海街头游走。他想找份工作，

依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在影片的话语体系中，繁华

的都市是人们忍饥挨饿的源头，市长家的奢华是表现都

市弊病的最高级。与市长等富人冷漠、自私的性格相比，

生活在贫民窟的穷孩子们，在道德品质上是勤劳、善良、

友爱，他们仍然坚信依靠自己的双手能够在城市中生存

下来。即便是按照今天的眼光，影片仍有不少令人非常

心酸和唏嘘的噱头。

三毛的故事再次搬上银幕是黄佐临导演的《三毛学

生意》（1958，天马电影制片厂），故事背景仍是解放前的

上海。成年的三毛由老家到上海求生存，碰到了上海滩

的各种坑蒙拐骗的事情。他差点误入歧途，干起了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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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财的生意。解放前，由于连年战争，上海及周边地区

生活环境恶劣，上海尤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丧

失善良、勤劳的本性，过着投机取巧的生活，所以，像

三毛这样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坚持勤劳、善良的本性，

在上海艰难求生存。三毛乐观、积极、没心没肺的性格

让人动容。

这两部影片虽然时隔十年，最让人感动的依旧是三

毛身上乐观的生活态度，两部影片在情感诉求上是一脉

相承的。两位导演都有在上海生活的体验，他们熟悉都

市的社会结构、生存状态、人际交往的规则，因而体现

在三毛身上的就是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影

片借三毛这一生活在都市最底层的市民形象来直接歌颂

了都市上海中的真、善、美。

在两部表现“三毛”的影片中，艺术家们辩证地看

待上海都市化的状态和成果，是其他影片中少有的多元

和理性态度。三毛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改变出身和命运，

这正是符合都市属性的。三毛也曾经希望借助市长收养、

邻居的帮助，能够迅速在上海站稳脚跟，但是当这些方

式的后果显现的时候，三毛毅然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

从头开始，这不仅需要个人的勇气、胆识和努力，同时

也是都市本身给予市民的发展空间和能量。

因而，都市上海的“潜影”在于将个体的努力，与

改变出身、命运的生活轨迹，置入都市上海的空间中，

从都市的属性中着手展现都市魅力、肯定个人的奋斗。

（二）都市是个法制社会：《今天我休息》中的警察形

象

由鲁韧导演、仲星火出演的《今天我休息》（1959，

海燕电影制片厂）以诙谐、幽默的方式表现了热情的上

海民警马天民的一天。轮休的马天民在外出的途中，劝

阻违章青年遵守交通规则、为进城送猪的老农找路、送

患儿去医院、为失主寻找钱包⋯⋯在这个过程中，用他

准备去相亲作为一条线索和悬念，串联起他一天的经历，

并且最终以他赢得美人归作为好人有好报的大结局。影

片用喜剧的形式刻画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警形象。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既展现了上海

都市的快速发展，也表现出城市和农村不同的社会形态、

管理方式和社会秩序，塑造出可爱、亲切、忘我的新中

国警察形象。警察是法制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服务于

社会，对维持良好的社会生活和生产秩序、协调群众关

系起着不可忽视的螺丝钉的作用。上海电影从都市生活

的人际交往、管理方式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着手，从而引

出都市的法制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潜影”都市中

提及的管理都市方式、法制的意识都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换句话说，当其他电影都在表现工业大发展、大炼钢铁、

超英赶美的时候，上海电影已经将眼光放在城市管理效

能等问题上。毕竟，上海的工业发展早就经历过几起几

落，工业建设并不是这个时期上海市民的主要话题，他

们更关注自我的都市生活品质的高低，以及都市自身发

展为他们带来的机会与可能性。因而，上海市民关注城

市的管理、行政单位的管理效能等，这才是保障城市良性、

健康发展，才能维持上海市民的生活品质。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休息》已经从讽刺喜剧过

渡到歌颂喜剧，影片中传递出来的乐观精神和积极向上

的生活态度，以及对幸福生活期待的喜悦之情，都是以

前喜剧电影中少见的。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理解

影片没有格外强调“法制”，而是强调“服务”意识的这

一视角。

（三）都市中的产业结构：确定第三产业的社会地位

无独有偶，除了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外，上海天马

电影制片厂的影片也同样关注到上海都市的特性。“天马”

将焦点集中在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社会地位和

社会分工上。

谢晋导演的《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表现了在

肉联厂工作的几户人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开展全民

健身运动展开话题；由桑弧导演的《魔术师的奇遇》（1962）

讲述了魔术师回到上海来寻找解放前失散的儿子，影片

的人物有魔术师、驯兽师、公交车售票员等等，这都属

于服务业 ；由丁然导演的《女理发师》（1962）讲述了女

理发师如何获得自己职业地位和丈夫的同意，强调女性

的社会地位和独立意识。另外，由苏州滑稽剧团集体创作，

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满意不满意》表现了餐厅服务

员如何转变自身对工作性质的认识，从而真正开始服务

顾客。这部长影厂拍摄的影片与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大

李、小李和老李》、《魔术师的奇遇》、《女理发师》等影

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些影片的人物角色有肉联厂职工、魔术师、驯兽

师、公交车售票员、理发师、饭店服务员等。而不是“十七

年”电影中主要塑造的工农兵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职

业都是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

第三产业在农业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中，是较少的

一种产业，但第三产业在都市的产业结构中格外重要。

在都市化的进程中，第一产业渐渐退出城市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超过了第一产

业，不可以替代。但是，直到 60 年代中期，服务业常常

被社会普遍认为是伺候人的下等人，因而作为第三产业

的服务业等这类工作亟需得到社会的全面认可。在都市

中，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第三产业的社会地位和其他

第一、第二产业是平等的，同样推动社会发展、城市进步。

所谓职业不分贵贱，尤其是都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进

行调整，从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职业人群将变得更加

庞大，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将逐步提高，获得认可。从这

个意义上看，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等拍摄的这类影片有

着相当的前瞻性。这些影片为服务业正声，为第三产业

争取合理的社会地位、公众普遍认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上海海燕、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都市

题材的影片，体现出和长影厂不同的风貌和特性。

首先，影片基本上明确了城市空间是上海，有的用

具体的城市形象表现，比如建筑、街道等，有的用上海

话这一方言元素来明确城市空间。毕竟，上海导演对上

海都市的认同感之高，是生活在其他城市中的导演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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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真正明了的。

其次，影片将上海的都市属性作为“潜影”。所谓

都市属性正是在于都市有着和乡村不同的社会功能、管

理方式和产业结构。电影将上海都市化进程中触及到的

问题作为观照对象，彰显出都市发展的优越性和活力，

以及市民的生活态度与参与都市化进程的种种努力。当

然也包括一些内部矛盾，其意识本身就是具有前瞻性的。

这种意识在表现其他城市的影片中很少涉及。

三、电影政策压力下的“潜影”：

城市与喜剧样式共谋

1953 年，电影界逐步参照苏联经验，将艺术创作的

中心环节放到对英雄人物的性格刻画上，这一变化的成

就多体现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创作中。新中国电影创

作的单一化从1954年开始略微改善，尤其是在1956年“双

百”方针提出后，电影创作中开始出现新的气象。1956

年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院会议

上相继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方针的讲话，首次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这一年，电影界也进入“解冻”

时期，迅速迎来了宽松、活跃的创作氛围。1956—1957

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电影的体制机构改革力度最大、

最得力，效果最为显著的一年。

（一）上海电影业的改革、重组与城市题材影片的拍

摄

上海的电影制片厂能够拍摄喜剧样式的都市题材影

片，可谓恰逢其时，得益于当时电影政策的变化。

上海电影制片厂于 1949 年 11 月 16 日成立。成立

之初由原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等多家制片机构及中共华

东军区文工团、军乐团等单位合并组建而成。原上海电

影界的大部分电影工作者以全新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

电影事业中。在进行影片生产的时候，借用民营厂的创

作人才，与解放区的文艺干部一起体验生活。

1951 年 9 月，迫于经济和政治倾向上的诸多压力，

昆仑影业公司率先与公私合营的“长江”公司合并，组

建昆仑长江联合制片厂。此举开启了上海民营电影企业

的公私合并之途。1952年3月，有关部门采用了赎买政策，

收购了长江、昆仑、文华、国泰、大同、大光明、大中华、

华光八家电影厂的私有资产，将这些企业改组成上海联

合制片厂，到 1952 年 12 月，全部并入国营上海电影制

片厂。至此，民营企业的国有化改造全部完成。

上海电影制片厂因为场地分散，根据 1956 年电影

局“舍饭寺会议”精神，于 1957 年 4 月 1 日，对上海

电影生产管理经营体制机构实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与重组，

组建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下辖自由结合的三个“社”为

基础成立起来的江南、海燕（1）、天马（2）三个制片厂。“江南”

的厂长为应云卫，有孙瑜、吴永刚、汤晓丹等导演 16 人；

“海燕”的厂长为沈浮、有瞿白音、郑君里、刘琼等导演

10 人；“天马”的厂长陈鲤庭，有导演桑弧、王为一、石挥、

白沉、徐昌霖、杨小仲等。上影公司的经理为袁文殊，

副经理有张骏祥、瞿白音、蔡卉、林琳，吴蕴云、黄绍芬、

周达明、周诗穆、韩尚义等任总技师。（3）

上海海燕、天马电影制片厂是在改革和重组的背景

下诞生，而且在自由组合之中完成了人员和资源的重新

分配。这些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在中国电影史占有一席之

地，他们不仅拓宽了电影的题材，在电影技术方面也做

了可贵的研制和创新。1957 年，天马厂完成了上影厂拍

摄的第一部体育题材的影片《女篮 5 号》，将体育精神和

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1958 年，海燕厂完成了新中国第

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老兵新传》。

进入 60 年代后，由于“左”的干扰和接二连三的

政治运动，继续和发展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 ；以及全国

性的经济困难，使上海电影生产的良性势头趋缓。1960

年，天马、海燕两厂，除了拍摄舞台艺术片外，仅生产

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和《摩雅傣》两部。

1962 年 5 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二十周年，瞿白音在上海撰写了《关于电影创

新问题的独白》一文，引起了全国电影界的巨大反响，

掀起了探讨电影创新的热潮。在这样的呼声下，天马厂

当年就拍摄了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电影《魔术师的

奇遇》、《女理发师》、《燎原》、《大李、小李和老李》、

《球迷》等五部故事片。同年，海燕厂拍摄了《李双双》

一片。（4）这期间，上海电影生产硕果累累，持续拍摄了

戏曲片，还拍摄了上述城市题材的影片，同时涌现出了

一大批颇有创意的美术电影。

1962 年底，由于出现所谓的“利用小说反党”的苗头，

促使毛泽东更加密切地关注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的动向，

把文艺创作的一些倾向，直接同“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

联系在一起看待。毛泽东先后于 1963 年 12 月和 1964 年

6 月的两份批示再次掀起了电影大批判的浪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3 年，海燕厂拍摄沪语片《如

此爹娘》，天马厂拍摄了《宝葫芦的秘密》等儿童影片。

除了成人的城市生活经验需要学习，继承和发扬民族美

德，价值观需要重塑外，成长在城市的儿童必然是不可

忽视的人群，他们的成长教育为新中国提出了新的命题。

1963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儿童片《小铃铛》，这部

影片的意义在于电影技术方面的贡献，影片展示了众多

民族舞蹈、音乐、曲艺等，其中还有模仿《魔术师的奇遇》

中的桥段等。值得一提的是，各大电影厂纷纷开始拍摄

儿童题材的影片，显然有规避电影政策雷区的意义。

（二）“潜影”城市与喜剧样式共谋

喜剧影片的时代作用不可小觑，它可以非常直接地

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的欣喜和满足感。根据不完全统计，

1956—1963 年间拍摄的喜剧片有三十多部。这些喜剧片

有原创剧本，也有改编自同名话剧、同名小说、滑稽戏

（1）厂址 ：上海市徐家汇三角街 30 号。

（2）厂址 ：上海市漕溪北路 595 号。

（3）该部分资料源自：《上海电影志·总述》，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1999 年。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09/node15167/index.html。

（4）海燕电影制片厂当年还拍摄了三部戏曲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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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出现了采用上海、苏州、四川、广东等方言影片。

除了上述的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喜剧片外，还有为数不

少的表现乡村生活的喜剧片，如《结婚》（1953）、《乔老

爷上轿》（1959）、《李双双》（1962）等大量优秀的喜剧影片。

“十七年”中的喜剧片，90% 以上产生在这八年中。

喜剧影片的大量出现和当时的意识形态不无关系。

在 1956 年“双百”方针之前，创作者还不明确喜

剧这种形式是否适合或者如何反映新的生活内容。（5）“双

百”方针的实施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为讽刺喜剧的大量

生产提供了相对适合的社会土壤。喜剧影片可以在“歌颂”

的夹缝中，获得一点点“讽刺”、“嘲弄”、“滑稽”等修

辞方式所需的适度创作空间，这才得以使得喜剧样式成

为“十七年”电影中独特的风景。“《女理发师》（1962）、

《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球迷》（1963）等用喜剧手

法对生活中的‘进步’思想进行表彰，对‘旧’思想进

行了温和的讽刺⋯⋯”（6）“这些作品对五十年代创立的

喜剧样式、手法又有新的拓展，在叙事肌理的基本构成

上仍以‘进步’、‘落后’的矛盾为中心，借助制造‘误会’、

‘巧合’等手法来展开喜剧冲突，但在对‘落后’人物和

思想的奚落和嘲弄上，显得放得更开，因而喜剧效果也

就显得更强烈。同时对喜剧性格和动作的夸张也显得更

生活化，使人感到更自然，更合情理。”（7）

与此同时，同样焕发生机的是城市题材的影片。这

类表现知识分子及民族资本家生活状态的影片大量出现。

当然，这些影片在人物塑造上，基本遵循了新中国成立

初开始建立起来的普通劳动者形象的基本范式 ：如生活

态度上的积极向上，融入新生活的种种努力等，他们情

感淳朴、真挚，人物内心很通透。正如“双百”方针提

供的宽松政治环境，可以让略有讽刺意味的喜剧电影大

放光彩一样，这时候的政治土壤允许影片题材可以涉及

城市生活的经验、情趣和适度地表达都市认同感。因而，

才出现了城市生活体验的影片“绑架”喜剧样式的独特

现象。

由于城市题材影片的情感诉求是从对解放前的“邪

恶”的城市的批判直接转型到对新中国城市的情感认同

上，这其中需要适度地融入城市生活，需要理性辨析城

市文化，需要在解决价值观矛盾和冲突上，建立对城市

的情感认同。显然，在嬉笑怒骂之间更容易让观众理解

城市生活、都市文化和价值观。尤其是很多城市题材的

影片中，不仅有喜剧的成分，还有爱情的元素，这就更

加容易让观众接受城市生活，并且心生向往。

值得一提的是一组数据：1957 年，观影人次 17.5 亿，

1960 年井喷到 53.7 亿人次 ；1953—1954 年前后，农村

观众开始超越城市观众，成为观影的主体人群。从这些

数据可以看出，在戏曲片、反特片等其他类型保障电影

观影人次的同时，并没有表现出农村电影观众对城市题

材影片的排斥，或许，生活在农村的观众渴望了解城市

的生活，并且从电影中获得城市生活的最初经验。

当意识形态不允许用批判的眼光来针砭时弊的时

候，“十七年”的喜剧片不得不从讽刺喜剧过渡到歌颂喜

剧。城市轻喜剧与这一转型同步，而且还赋予了更多价

值观重塑的意义，这是农村题材的喜剧电影所较少企及

的领域。《今天我休息》是“大跃进”的直接产物，它已

经完成了从讽刺喜剧到歌颂喜剧的转型，影片中传递出

来的乐观精神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期待即将到来

的幸福生活的喜悦之情，都是以前喜剧电影中少见的。

1963 年以后，中国电影的政治环境越发恶劣，“阶

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越演越烈，使得喜剧影片的创

作者难以把握“歌颂”和“讽刺”的尺度，无所适从。

著名的艺术家吕班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参与了新中国电

影事业的草创，参与了故事片《桥》、《无形的战线》、《吕

梁英雄传》等新中国众多影片的创作。吕班导演的喜剧

片《新局长到来之前》直面人民内部矛盾、官僚主义的

思想。但是，导演却因为他独树一帜的创作遭遇了政治

风波，而过早地结束了他的艺术生涯。

结语

虽然在“十七年”的电影中，直接表现城市生活经

验的影片并非是当时的主流，但是仍有不少的电影曲折

地表达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对都市的认同。我们暂且

将这种表征方式称为“潜影”。长影厂拍摄的影片模糊地

传递出电影人的城市生活体验，而经历了上海城市变迁

的电影人，则将视角深入到都市生活的细微之处，直指

都市属性，以期建立更高的都市情感认同。

得益于政治环境的宽松，适度表现城市经验的影片

相对集中地出现在 1956—1963 年间。与此同时，喜剧样

式的影片也在同一时期大放光彩。因而，出现了城市题

材的影片“绑架”喜剧样式，共同完成了独有时代特征

的城市题材影片。当电影生产再次被意识形态裹挟的时

候，城市题材的影片渐渐销声匿迹，难觅踪影。

从现在的产业的角度来看，“十七年”高度集中的

电影生产管理体制也不是全无益处。尽管在题材、样式、

风格上有着强制要求，以保证电影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

作用。因而，如果从创作的自由度和个性风格等角度上看，

这些强制要求让电影创作者无法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生活

的态度、审美体验，无法张扬个性，在形成个人风格方

面有一定的阻滞。但是，正是当时的产业背景下，艺术

家才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物质经济条件和充裕的时间来完

成影片创作，保证影片的艺术质量。

其实，影片的艺术质量中，不仅包含了意识形态的

需要，也是有才华的艺术家通过一些转换性的表达，曲

折地表达出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认同。艺术的张力大

约就是源于外在压力和强烈的个人表达的需要之中。而

这些艺术经验，对产业化的今天，依然有意义。

（林黎，讲师，上海戏剧学院，200040）

（5）艺军《试论社会主义的电影喜剧》，载《电影艺术》1961 年第 2 期。

（6）石川《政治·影像·诗意——1949—1966 年的中国电影》，中国艺

术研究院 2001 届博士论文，第 18 页。

（7）同（6），第 67 页。


